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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人 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陈　 特

摘　 要：《文心雕龙》往往从“人”与“文”两方面展开论说。刘勰对人与文有一根本性区分：作文之人分两种———圣人与
非圣人；相应地，由人写成之文亦分两类———经典与非经典。“圣人 ／经典”与“非圣人 ／非经典”之间存在鸿沟。这一区
分所造成的“人 文”二重，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刘勰立论的基本结构。在“文之枢纽”部分，“人 文”

二重结构能够解释《正纬》的次第与必要性。在“割［剖］情析采”部分，通过“人 文”二重结构，刘勰将出于道家思想脉络

的“虚静”说妥帖地置入全书框架中，用以处理一般作者才性发挥的难题。而刘勰通论文章之“体势风貌”时，“体”“势”

与“风骨”之异同，也可循“人 文”二重结构得到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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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本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
法”（王运熙 ８），刘勰在谈论作文时，或集中于
人，或围绕着文，或兼涉二者。这在书名上就有明

确提示：“文心”指向人之一端，故云“夫‘文心’

者，言为文之用心也”；“雕龙”指向文之一端，故

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詹锳 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①周勋初进一步指出：“他在撰述之时，常
是分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眼而进行探讨的。”

（８１５）“构思”属人，“美文”属文。刘勰分别从人、
文二端结撰《文心雕龙》，甚至在篇章次第安排上

就有明确体现，如“文之枢纽”的前三篇中，《原

道》由道及文，既谈到了圣人，也谈到了经典；《征

圣》集中谈人；《宗经》集中论文。又如“下篇以

下”的首三篇，《神思》围绕着人之构思展开；《体

性》处理人与文的关系；《风骨》则专就文之一面

倡导“风清骨峻”。由此可见，《文心雕龙》确从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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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两方面展开论述。

在谈论文章作法时，刘勰标举“原道”“征圣”

“宗经”，提倡作文要学习经典。在他的时代，并

没有多少人敢否定经典的伟大。然而当时的主流

看法是：经典虽重要，但与文章是两回事，写作一

般文章另有一套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刘勰认为

《文心雕龙》之作乃针对当时不良风气而发，并强

调一般性的文章也要取法经典，确有独到之见。

虽然刘勰倡导“宗经”，但他不认为一般人通

过后天的学习（包括学习《文心雕龙》这部“写作

指导”）就能写出经典，经典有待“生而知之”的圣

人创作，故在《文心雕龙》中还有一根本性区分：

人分两种———圣人与非圣人；相应地，文亦分两

类———经典与非经典。这一判分可被概括为

“‘人 文’二重”。如果说《文心雕龙》从人、文两

方面展开论述还比较显豁，那么“圣人 ／经典”与
“非圣人 ／非经典”的二分则相对隐微。然而，这
一相对隐微的“‘人 文’二重”实则贯穿全书，既

关涉“纲领”，又联系“毛目”，不仅是理解刘勰用

心的重要线索，而且是解读《文心雕龙》的基本框

架。由此出发，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之枢

纽”中《正纬》与《辨骚》的位置与意义；而且能够

更清晰地把握“下篇以下”所谈的文思与体貌。

同时，通过二重框架，刘勰既保持了“原道”“征

圣”“宗经”的完备和对儒学的尊崇，又兼容了当

时流行的玄学思想（尤其是庄学思潮），并由之处

理曹丕、陆机都曾困惑的人之“气”与文之“思”的

难题。当我们进一步考索这一线索与框架的思想

源流时，还能恰当地分辨刘勰与在他之前之后持

类似观点之论者的异同。

一、“‘人 文’二重”：具体表述及思想渊源

刘勰论文并非空无依傍，他在《序志》篇中详

细述评了前代文论的得失，并对《文心雕龙》充满

了自信。其自信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对自己才能

的自负，更有对自己所领会到的要旨（以经典指

导作文）的骄傲，这在《序志》篇所陈说的两个梦

中有集中的表现。对文才的重视，是当时的普遍

潮流，故刘勰以“梦彩云若锦”论证自己有文才，

并以“予生七龄”强调这种才能很大程度上出于

天赋；而重视经典，强调经典是文章之“本源”，是

文章的起源和最高典范，则被刘勰视为自己成长

后的创见，故他以“齿在逾立”后的“随仲尼而南

行”之梦来突出他的这一创见。
②
更重要的是，在

刘勰看来，当时文坛亟须这样的指导。

正因为刘勰对自己的创见极具自信，所以他

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指导作文，从“道”、“圣”、

“文”说起。王运熙认为刘勰所谓“道”是时代思

潮的产物，他指出：“这里刘勰把道家自然之道和

儒家上天意志混合在一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糅合儒、道两家之说的玄学流行，［……］玄学中

有一个重要论题，名教与自然合一，［……］生活

在齐梁时代的刘勰，接受玄学影响；本篇中的圣人

之道源出自然之道的言论，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

产物。”（２８４）如果说“道”之所指较为复杂玄妙，
那么刘勰所谓的“圣”和“文”的指向则相当明确。

中国传统所谓的“圣人”，历来是多而不是

一。刘勰也不例外，他接受了发轫于先秦而大成

于两汉的“圣人”观念，认为从伏羲到孔子，有一

系列的圣人出现。圣人们做了许多重要的事业，

在“文”上也都有辉煌的功绩，故《原道》所云“爰

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正是以

伏羲和孔子一头一尾来概括历代圣人在“文”方

面的伟业。而在这一系列圣人中，孔子在“文”的

领域最为伟大，故《原道》以“夫子继圣，独秀前

哲”引出孔子之业绩，《序志》更承袭子贡、孟子之

说强调：“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圣人落实于“文”之功业即是经典。相传文

字产生后，历代都有经典，且经典与圣人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可惜未能全部流传下来。《原道》篇所

谓“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

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宗经》篇所谓“皇

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

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都说明了这一点。刘

勰实际上重点论述的经典乃是“五经”。《文心雕

龙》中有时也言及“六经”，“六经”与“五经”之异

在于《乐》，“乐”原本是否有经是经学史上的大问

题，刘勰则在《乐府》篇持“秦燔《乐经》”之说。

故刘勰泛论时或用“六经”之名，详论时则仍依

“五经”分类（如《宗经》）。所谓“五经”，落实到

书目上，不限于五。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

在谈《礼》和《春秋》时，往往兼涉三《礼》与三

《传》。至于刘勰在圣人中最推尊孔子，很大程度

上也是因为汉唐间人普遍认为孔子曾“删述”经

典，与“五经”关系最为密切，这可由“自夫子删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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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大宝咸耀”得证。

虽然“经”与“圣”关系密切，“五经”之主体更

可说是出自圣人之手，但“圣”与“经”之间并非简

单的对应关系，圣人也不是所有经典的创制者。传

说中的《河图》《洛书》，甚至《易》与《书》的一部分，

都非人所制，而是“神道”“天命”的直接呈现（详

下）。故而在“圣”与“经”之上，刘勰还用最高的

“道”加以统摄，此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

道”所强调的。领悟了“道”的人是圣人，呈现出

“道”的文是经典，圣人与经典都是完美而全备的。

而非圣人与非经典均有缺陷，须向圣人与经典学习。

然而，学习圣人与经典，并不能引导学习者成

为圣人、写出经典。刘勰对此有明确申说，《征

圣》有言：“妙极生知，睿哲惟宰。”此处之“生知”

就是圣人，“生而知之”是其主要特征。以“生而

知之”为圣人的一大特征，乃两汉以来的通说，

《汉书·古今人表》分汉前人为九等，上上为圣

人。在界定圣人时，《汉书》多引经籍，其中就有

“生而知之者，上也”。相应地，非“生而知之”之

人，后天如何学习都无法成圣。同样，面对经典，

不以圣人自居的刘勰认为他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

业，也不过是“注经”，故《序志》有“敷赞圣旨，莫

若注经”一说。而《文心雕龙》所从事的“论文”事

业，比“注经”尚低一层级，故刘勰绝不认为自己

能够写出经典，更不认为《文心雕龙》能够指导人

们写作经典。由是观之，《文心雕龙》之“文”，虽

层次繁多，若不论最宽泛意义上的作为修饰的

“文”，只讨论由文字写就的“文”，则“文”的最基

本的区分便在经典与非经典之间。《原道》篇慨

叹“文之为德也大矣”，此“文”自然包括经典；但

当《序志》篇讲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以及

“乃始论文”时，“文”便只能是非经典，而这也正

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域。

因此，“言为文之用心”的“文”，只能是非经

典的文章，“论文叙笔”也好，“割（剖）情析采”也

罢，指向的都是非经典之文。而刘勰的得意与自

信处，则在于明确提出用经典指导非经典：经典虽

可望而不可即，只能学习不能达致；但写作非经典

的文章，又须臾不可离开经典的指导（但也不能

一味模仿，详下）。

如此二分并非刘勰的独到创见。人分圣人与

非圣人且其间有鸿沟，正是魏晋以来的常说。汤

用彤对中国思想史有一大判断：“夫‘人皆可以为

尧舜’乃先秦已有之理想。谓学以成圣似无何可

惊之处。但就中国思想之变迁前后比较言之，则

宋学精神在谓圣人可至，而且可学；魏晋玄谈多谓

圣人不可至不能学；隋唐则颇流行圣人可至而不

能学（顿悟乃成圣）之说。”（１０３）圣人如此，经典
亦然。相较刘勰念兹在兹的“宗经”，“圣人 ／经
典”与“非圣人 ／非经典”间有鸿沟更属当时常谈。
不过，刘勰的高明在于，他以一个严密的系统来亲

切谈论为文的方方面面。合乎当时主流思潮的

“人 文”二重结构，正是他建构系统的重要手段。

在全书最重要的“文之枢纽”部分，二重结构就能

为我们廓清长期萦绕在《正纬》上的迷雾。

二、《正纬》和《辨骚》的位置与意义

虽然《文心雕龙》旨在指导非经典文章的写

作，不过在全书前三篇中，刘勰集中讨论完美的人

与文，而《正纬》和《辨骚》所涉之人与文则不再完

美。大体而言，对于谶纬及其编撰者，刘勰否定为

主，肯定为辅；对于楚辞及其作者（尤其是屈原），

刘勰肯定为主，否定为辅。故“文之枢纽”还可以

在前三篇和后二篇之间区分出两个层次。但为何

第二层次的第一篇是《正纬》，仍有待解答。

谶纬在刘勰的时代虽有流传，但由于官方层面

的禁绝和时代思潮的变化，其影响力相对有限，不

再像汉代那样影响深远。而在文章层面，谶纬对当

时文风的负面影响，恐怕也不及《文心雕龙》中所

批判的许多“近代”以来的现象与思潮。既然如

此，为何刘勰要在“文之枢纽”中专论谶纬？古今

论者对此多有不解，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甚至
提出：“第四章《正纬》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这不

是没有道理的。刘勰对‘纬’没有太多要说的，更

没有什么好话。这一章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给第三章

《宗经》提供一个对应物，使它不至于形单影只。话

语机器要求字面的骈俪，这样，‘纬’自然就成了‘经’

的补充。”（１７９）实际上，如果从上述二分思路来思考
《正纬》的次第与意义，刘勰的用心不难索解。

在《正纬》中，刘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神秘文

献：第一种是上承“天命”、体现“神道”者，也即

《河图》《洛书》等。这些神秘文献与圣人有密切

关系（“事以瑞圣”），却不出于圣人之手。《河

图》后来融入了《易》，《洛书》则体现在《尚书·

洪范》中，
③
因此这些神秘文献并不是配合经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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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非配经”）。既然《河图》《洛书》已然融入

“五经”，且经过孔子整理（“前世符命，历代宝传，

仲尼所撰，序录而已”），故对于领会“道”，“宗

经”足矣。至于第二种，正是刘勰要“正”之“纬”，

也即不体现“道”、与“经”无关却假托圣人所作的

谶纬文献。《正纬》最末解释了此篇的撰作缘由：

“前代配经，故详论焉。”正是因为从汉代开始，就

一直有人认为谶纬文献是“配经”的，甚至有人认

为孔子是纬书的作者（“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

子”），故不可不在《宗经》之后考辨此事。若“配

经”说为真，那么纬书便是仅次于经典的绝好文

章；若孔子是“八十一篇”的作者，那么“八十一

篇”便是最好的文章，可与“五经”同列。然而，

《正纬》篇“按经验纬”，指出谶纬文献“其伪有

四”，并讨论“图箓”的来由与传承，进而分析“伪”

缘何而起，还征引四位汉代儒生的论述，再三论定

谶纬之伪。因此，只要当时还有人认为谶纬与经

有关或出自孔子之手，那“宗经”之后就一定要

“正纬”，《正纬》篇必须且只能在“枢纽”部分。

实际上，刘宋、萧梁、隋代官方都曾禁绝谶纬，由此

可知，刘宋对谶纬的禁绝并不彻底。既然在刘勰

的时代，关于谶纬与圣人有关的各种说法并未消

失，《正纬》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厘清了谶纬之伪并作出“大疵小醇”的评

断后，刘勰以《辨骚》结束“文之枢纽”，更是水到

渠成。“纬”之需“正”，最大问题在于谶纬的制造

者假托圣人，他们不仅没有真正学习经典，反而将

纬书伪装成经典。以谶纬为参照，楚辞的正面意

义昭然若揭：楚辞的作者们（尤其是屈原）一方面

切实追慕经典并领会其精神，另一方面又结合自

身才性与时代背景，用自己的方式加以表达，如此

“取镕经旨”“自铸伟辞”的做法，才是为文的正

道。若说《正纬》篇是必要的纠偏的话，那《辨骚》

篇便是正面的指点，楚辞也正是刘勰心目中非经

典文章的楷模。正因为楚辞不仅没有伪装成经

典，也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

“自铸伟辞”而成，故而楚辞的历史地位也十分明

确：低于经典却为非经典文章之翘楚。这也就是

《辨骚》篇要“辨”的内容：以“经”为标准，分辨楚

辞哪些地方成功学习了经典，哪些地方尚不合经

典，由此明确楚辞的历史定位。刘勰同样回溯了

此前有关楚辞的重要评价，其中“四家举以方

经”，认为楚辞可以和经典媲美；但“孟坚谓不合

传”（“合传”之“传”，多释为《左传》，实际上，这

里的“传”与“经”对举，故不妨将这句话泛泛理解

为“不合经典”），认为楚辞背离经典颇远，只在文

辞上还有价值。对于这两大判断，刘勰都不认同：

前者尊楚辞太高，屈原等人距离圣人仍有差距，楚

辞中也有不少“异乎经典者”；后者贬楚辞太过，

楚辞毕竟是“取镕经旨”之作，更多有“同于《风》

《雅》者”。故楚辞恰当的定位是：次经典一等，

“非经典”之楷模。

由于圣人是“生知”的，经典无法经由后天努

力而达成，故楚辞的道路才是文章之正途。刘勰

在指点“为文之用心”时，虽时刻不忘“宗经”，却

从不强调生硬地学习，而是要结合作者自身才华、

地域特征与时代风气，
④
以“通变”之手段，师经典

之意而有所发展。故《辨骚》篇所谓“体宪于三

代”（“体宪”，或作“体慢”，实不必改），也即“取

镕经旨”；所谓“风杂于战国”，也即“自铸伟辞”。

而所谓“《雅》《颂》之博徒”，也即次经典一等；所

谓“词赋之英杰”，也即非经典之楷模。

统观《正纬》与《辨骚》二篇，不难发现，这两

篇处理的正是非经典文章应当如何写作的问题。

谶纬与楚辞俱为非经典之文，但谶纬被伪托为经

典，故《正纬》从反面纠偏；楚辞则走在正确的道

路上，故《辨骚》从正面表彰。无论“正”或“辨”，

刘勰皆以经典为标准，与《原道》《征圣》《宗经》

所提原则桴鼓相应。由此看来，《正纬》与《辨骚》

虽然花了很多篇幅进行学术史、文学史方面的清

理，却仍落足于文章写作。

故“文之枢纽”确为一有机整体：前三篇正面

立论，由最高的道、圣、经引出写作之总原则；后两

篇则落脚于非经典的文章，进一步从正反两面申

明如何落实前三篇提出的总原则。在这个意义

上，五篇“文之枢纽”，不论是篇次排列还是内容

展开，皆无牵强刻意处，且富于逻辑性。

三、“思”与儒道之交错

刘勰在“文之枢纽”中提出的原则，在全书的

其他部分也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⑤
在“论文叙笔”

（也即第六至二十五篇的“文体论”）部分，刘勰论

各种文体，均尽可能溯源于经典，且通过经典提炼

出各体文章当如何写作。在这一过程中，刘勰为

了强调经典的指导意义，有时甚至有些生硬地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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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同的传统与典范，从而“折中”来自经典的定

义与各文体自身的历程。可以说，二十篇“论文

叙笔”，全面展现了刘勰如何在文章写作和文学

史诸层面尽可能切合实际地以经典指导非经典。

而在“下篇以下”，当刘勰打通各体文章，“从篇章

字句等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来讨论写作方法”（王

运熙 １６）时，上述二重结构，仍无处不在。
刘勰对写作方法的论述首先针对人展开，此

即《神思》。人需运思，方能成文，而“思”又难以

捉摸。刘勰对“思”的讨论并不止于《神思》。在

《总术》中，刘勰用“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结束全

篇，仿佛就在回应《神思》。“思无定契”道出了

“思”之玄妙。但刘勰在《征圣》篇中却形容圣人

云：“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

由此可知：“思无定契”之“思”，乃普通作者之思；

而“理有恒存”之“理”，则是经由圣人呈现在经典

中的理。故《神思》之“思”指向的主要是非圣人。

既然普通作者无法轻易做到“思合符契”，那

怎样运思才能写好文章呢？《神思》之“思”，实有

内外两个环节：一是通过思维之运作把握住外在，

此即“神与物游”，由“思”而得“意”；二是妥善选

择语词、文类及各种写作技巧，也即由“思”而得

“言”。
⑥
后一阶段相对容易展开，每位作者都应当

努力遵循蕴藏在文中的恒存之“理”。前者则难

以把握，刘勰一再谈到的思之“塞”，针对的也是

前者。正因为非圣人之思是难以保证通畅的，故

每位作者要努力因循自身才性而妥善发挥。对此

问题，刘勰还通过《体性》《养气》展开论述。

如果承认“圣人不可至、不能学”，那么非圣

人只能各有各的才性，且均不周备。刘勰也认同

这点，故紧接着《神思》的《体性》，就基于人“性”

之不同展开。《体性》针对的也是所有人与文，人

有不同之性，故文有多样之体。但文之“体”不是

漫无边际的，刘勰用八种类型涵括所有的“体”。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普通人之性并非全

善，故“八体”也不都是正面的，“新奇”和“轻靡”

即属不良文风。至于“性”，刘勰并未将其分类，

而是点出了与“性”有关的四个因素：才、气、学、

习。这四个因素又可以化约为二：才、气乃先天禀

赋，可简称“才”；学、习乃后天修养，可简称“学”，

故《体性》篇云：“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才”

与“学”同时影响“性”（或“情性”），其中何者更

重要？《体性》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但由于天资无

法改易，故刘勰强调“功以学成”、“学慎始习”。

然而，天资不仅无法后天变化，且不能随意发挥，

而这正与文思之通塞有关。《神思》以“神有遁

心”描述思之不畅，“神有遁心”源于“关键将塞”，

“关键”则由“志气”所统。《神思》所云“志气”，

也就是《体性》篇所云“才力”“血气”，属于天资。

那么如何才能使由天资决定的“关键”不“塞”？

这是一个老问题，陆机《文赋》就曾铺陈过文思来

去之神妙，并最终感慨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刘勰

则提出了“虚静”与“养气”来提示如何尽可能顺

畅地发挥作者的才气。

“虚静”说见于《神思》，其上下文是：“是以陶

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

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

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

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中

“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二句自是对“虚静”的展

开，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

致以绎辞”和“虚静”有何关系？后来注家或以为

这四句也是对“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展开，如

此则在“澡雪精神”后加逗号（范文澜 ４９３）；或以
为“积学”四端无关“虚静”而将上述引文分两部

分注释（詹锳 ９７６—９８１）。实际上，如前所述，
《神思》中的“思”有两个环节，故“思”与“文”也

在两个层面发生关系：一是要让思顺畅地运行以

便形成“意”；二是要通过思来选择合适的语词典

故等进而落实为“言”。若比照《体性》篇所言之

“性”，前者主要依靠“才”“气”之发挥，后者主要

依靠“学”“习”之储备。由此可知：“积学”至“驯

致”四句所对应的是后天之“学”“习”，而“陶钧

文思［……］澡雪精神”对应的是先天之“才”

“气”（故“贵在虚静”后宜加逗号）。再结合上文

可知：“积学”至“驯致”四句讲的是如何才能“枢机

方通，则物无隐貌”；“陶钧文思［……］澡雪精神”

讲的则是如何才能避免“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由上述分析可知，“虚静”说不包含“积学”至

“驯致”四句，也不针对后天“学”“习”之养成，只

针对先天的“才”“气”之发挥。此外，“疏瀹五藏，

澡雪精神”还只是初步申说了“虚静”，详细的展

开是《养气》的任务。《养气》中“心虑言辞，神之

用也［……］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一句，便道

出了《养气》与《神思》之关联。（《养气》中往往

“志”“气”对举，由此可知“气”也就是“志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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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故“养气”是为了使“性”的先天一面（“才”

“气”）得到良好的发挥，通过“养气”才能避免

“神有遁心”。

若再从思想渊源方面考究“虚静”与“养气”，

不难发现，其说主要受到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学）

影响。而刘勰正是在二重结构下，才能妥帖地将

当时流行的才性论纳入《文心雕龙》之架构，并以

之处理才气之发挥与文思之通畅。

如果仅仅从文词表述的相似性来看，“虚静”

既可以归到道家脉络中，也可以从《荀子》一书中

找到类似的表述。同样的，《孟子》中也有著名的

“养气”说。但考究理论表述和思想渊源，不能仅

限于表述上的类似或一致，也不能简单根据用典

状况来推定思想渊源，而应从更深的义理层面考

辨异同。就“养气”而言，王运熙指出，刘勰所持

立场不同于“从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立论的养气

说”（３２１）。由于刘勰用一篇之内容论述“养气”，
故此说并无异议。但“虚静”说的思想渊源，尚待

进一步辨正。

《神思》所云“虚静”，旧多以为属道家思想。

现代学者则有新说：或以为本于宋钘、尹文一派学

说；或以为本于《荀子》之“虚一而静”（王元化

１３３—１３６）。宋钘、尹文学说并无系统流传，故难
以有效讨论刘勰与其说之关系。《荀子·解蔽》

篇则对“虚一而静”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解蔽》

之“虚静”说是荀学之一环，在荀子看来，人性本

恶，但人胜于动物处，在于人“能群”，作为群体的

人，需要有等级秩序，故须“明分”，而合适的“分”

即是“礼”，故荀子倡“隆礼”。如何才能“隆礼”？

最重要的手段是向圣人与经典学习，故《荀子》开

篇即“劝学”。由于人生而有好逸恶劳的一面

（“性恶”），极易受外界干扰（“蔽”），故只有通过

心的“虚一而静”，才能“解蔽”并更好地“知道”。

因此，在荀学中，“虚静”是为了排除“性恶”的干

扰，从而更好地学习道。而在老庄一脉中，“虚

静”并不是为了压抑“性恶”所带来的干扰，所谓

“静”乃是“万物无足以挠心者”，“致虚极，守静

笃”方能“万物并作”（詹锳 ９７９）。也就是说，在
道家看来，“虚静”是为了摒除外在的、人为的干

扰，达到“虚静”方能发挥万物之本性，而万物的

本性原是各不相同的。

对照上述荀学与老庄的思路，刘勰“虚静”说

的思想定位可说一目了然：“虚静”是为了志气能

够抒发，以便文思通畅，而不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

经典并改造自己恶的本性。
⑦
人之才性凫短鹤长，

故需要通过偏向生理层面的“养气”达到“虚静”，

进而才能“陶钧文思”，同时结合“学”“习”，最终

顺利为文。由是观之，“虚静”说确在道家思想的

脉络中。

实际上，刘勰对于老庄、荀学都是相当熟悉

的，《文心雕龙》中也多能见到各家之踪迹。但由

于“虚静”说只针对“才”“气”，在《神思》篇中也

只涵盖“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二句，且“虚静”的

目的是保持“思”之通以便“神与物游”，故将“虚

静”说勾连荀学并不妥当。

刘勰之所以能在“征圣”“宗经”的大框架下

容纳出于道家脉络的“循性而动”说，且以之解释

作者才性之不同，并倡导“虚静”“养气”，奥妙正

在上述“二重”结构：只有承认圣人与非圣人之间

存在鸿沟后，才能允许乃至提倡一般作者通过

“虚静”与“养气”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禀赋。由此

观之，顺道家脉络而来的“虚静”说，与《文心雕

龙》的整体架构毫无扞格，其前提正是“人 文”二

重结构。

四、二重结构下的“体势风貌”

在《文心雕龙》的第三部分中，《神思》与《养

气》聚焦于人的一面，处理的是非圣人“思无定

契”的困难，解决之道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圣人，

而是以“虚静”和“养气”为方法，尽可能发挥自己

的才性志气。此外，《体性》关联人与文，其余诸篇

则聚焦于文的一面谈论“写作方法”。如果以“人

文”二重为线索，可分判第三部分十九篇如下图。

不难发现，第三部分更多聚焦于“文”。这是

因为人之思太过玄妙，难以多谈；而文之理较为明

确，适合展开。刘勰在展开文章一面的“写作方

法”时，对非经典之文提出要求：既要深入学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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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人 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典，又不能生硬模仿乃至自诩经典（这是“酌乎

纬”的教训），而要应自身才性与时代风气有所变

化（此正“变于骚”、“通变”之意）。围绕着文的

一面，“《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就

文章通篇的体势风貌论述”（王运熙 ３１２）。同论
“体势风貌”，“体”“风骨”与“势”，所指是否同

一？刘勰为何又分篇论之？“人 文”二重结构正

可提供解答。

“体”与“势”均可被理解作风格，二者有何区

别？王运熙为《定势》篇解题时指出：“《体性》篇

研讨作家个性和文章风格的关系，属于风格形成

的主观因素；本篇所论，则属于风格形成的客观因

素。”（３１０）其说诚确。实际上，若抓住人与文的
二重性，“体”“势”之别极易索解：《体性》中的文

之“体”主要由人之“性”决定；但《定势》中的文

之“势”并不由人决定，而是由典范文章发展而

来，故“势”分六类，其中前五类本于经典，第六类

则受楚辞沾溉。《定势》借着谈论若干文体标举

六类“势”，而《宗经》篇也曾列举后世各种文体如

何源出“五经”。若将《定势》与《宗经》作一对

照，就能发现：六类“势”中的前五类与“五经”关

系密切。试列表一如下：

表一：《定势》《宗经》原文对照

定势 宗经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

典雅。

诏、策、章、奏，则《书》发

其源。

赋、颂、歌、诗，则羽仪乎

清丽。

赋、颂、歌、赞，则《诗》立

其本。

符、檄、书、移，则楷式于

明断。

纪、传、盟、檄，则《春秋》

为根。

史、论、序、注，则师范于

核要。

故论、说、辞、序，则《易》

统其首。

箴、铭、碑、诔，则体制于

弘深。

铭、诔、箴、祝，则《礼》总

其端。

　 　 由于《文心雕龙》涉及的具体文体远不止二
十种，故不论是在《宗经》还是《定势》中，被列举

的文体均非全部。上表雄辩地揭出：适用于不同

文体的五种“势”本于经典。不过，虽然五种“势”

与五经关系密切，却不能简单推定五种“势”直接

来自“五经”（如“典雅”来自《书》）。因为就像同

一个人拥有不同的“性”，“五经”也并非一经只有

一种风格。更何况，刘勰在《宗经》中认为纪、传

源出《春秋》，却又在《定势》中将“史”与论、序、

注同列。故这里只说五种“势”与五经关系密切

或本于经典。至于第六种“势”，《定势》云：“连

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连珠体与七体，刘勰在

《杂文》中有专门论述，《杂文》一篇主要讨论对

问、连珠与七三种文体，但在最后部分还提及了汉

代以来新出现的各种文体，并表示本篇（以及全

书）都不再详论这些文体。由是观之，“杂文”所

涉文体，均不直接出于经典，《定势》所谓“连珠、

七辞”可以视为这些“杂文”的代表，而这些“杂

文”所需遵循的“巧艳”之“势”，主要来自楚辞之

传统。刘勰常以“艳”为楚辞的突出特征，如《辨

骚》云“中巧者猎其艳辞”，又如《时序》云：“屈平

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

雅颂。”而《定势》所谓“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

之华”，更突出了楚辞与“艳”的紧密关系。

如果说《体性》是就人之才性来谈文章风格，

《定势》是就文之体类来谈文章风格，那么《风骨》

论述的，则是所有的好文章都应具备的效果。

《体性》篇指出，作者之“性”（才、气、学、习）影响

了文章之“体”（辞理、风趣、事义、体式），故云“各

师成心，其异如面”。但不论文章之“体”有多么

大的“异”，只要作者能掌握“通变”、“定势”等文

术，那就都能写出“风清骨峻”的文章。因此所有

好文章都应具备“风骨”：“风”指向“意气”（“志

气”或“才气”），有风就是“关键”不“塞”的效果；

“骨”指向“结言”（“辞令”或“学习”），有骨就是

“枢机方通”后的效果。故而不论是什么“性”的

人写作何种“体”的文，只要思的两个环节都得到

通畅合宜的发挥，其文都能有风骨。

上述诸篇，虽均通论体势风貌，但各司其职，

重心不同。以二重结构加以分辨，方能显明刘勰

之用心。

余论：

“‘人 文’二重”与文学思想史中的刘勰

　 　 不论是在宏观层面（如整体结构），还是在微
观层面（如具体概念），“人 文”二重均为读懂刘

勰提供了重要帮助。实际上，《文心雕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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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刘勰在二重架构下，基于对自身才性的认定

而写就的，这在《序志》篇中有明确陈说。

《序志》在交代了书名之后，申说自己写作此

书的重要理由：为求不朽。之后刘勰用两个梦说

明了自己为何能够写出这部书。其中“彩云若

锦”之梦，讲的正是刘勰自己的才性，刘勰借此说

明自己在作文上颇有天资。而在讲完两个梦后，

《序志》又云：“敷赞圣旨，莫若注经。”由此可知，

非圣人能做到的最高事业便是“注经”。但刘勰

自己为何没有选择注经反而以《文心雕龙》论文

呢？《序志》马上作答：“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

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原来，在刘勰看来，“立家”

最为重要，而他因为在文章上富于天分，又领略到

了用经典指导文章的至理，故写作一部指导作文

的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才性从而“立家”。

《序志》之“赞”再次申述此意：“生也有涯，无涯惟

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逐物”之“物”指的是

不合才性之外物；“性”则指自身才性，也即由彩

云之梦揭示的作文之天赋。故“凭性”指的就是

顺着与生俱来之才性写一部论文之书。
⑧
可以说，

刘勰明确意识到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他不会妄图

制作经典；与此同时，刘勰认为，经典仍需弘扬，非

圣人的作者们仍要学习经典，这是当时文坛缺失

的；此外，刘勰还认为自己在文章方面颇有天赋，

所以他要通过“论文”而非“注经”的方式弘扬经

典并追求不朽。这三方面的考量共同推动了《文

心雕龙》的诞生。

若回到南朝的思想界，不难发现，刘勰的相关

思想都属当时流行的一般思想。人分圣人与非圣

人且其间有鸿沟，正是汉代以来之常说。虽然在

先秦儒学中就蕴藏着人皆可成圣的观念，但从汉

代开始，人们大多认为“圣人”并不只是道德崇高

之人，“圣人”就是“圣王”，不仅有德，而且有位。

故汉人将历史上功业并不那么显赫的孔子重新塑

造为“素王”，认为《春秋》乃是孔子为汉代制作的

根本大法。（钱穆 ２６３—３１７）这样一种主张在六
朝仍然流行，直到唐宋儒学复兴，宋明理学在佛教

的刺激下，回到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寻找资

源，进而完成高度一元化的体系构建后，对“圣

人”的判定才被越来越限定在内在道德领域，于

是圣人方“可学可至”。类似地，刘勰的才性论，

也属当时的普遍论调。既然圣人与非圣人之间存

在鸿沟，那么非圣人就不必强求成圣，而宜顺应自

己的才性生活。在这方面，玄学主要从《庄子》中

汲取资源，以“循性而动”（陈引驰 ２２７—２４０）为
旨归。故刘勰在“下篇以下”讨论文思的部分自

然而然地吸纳了庄学资源。

正因为刘勰“宗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以及

一般作者）不可能写出经典，《文心雕龙》方能妥

帖地安顿庄学资源，这也正是他与此前此后“宗

经”论者的最大差异。以经典为最好的文章，并

不始于刘勰，扬雄已有类似说法，唐宋以后更有大

量倡导通过阅读经典学习作文的文士。但扬雄在

尊崇经典的同时，也在模拟并接续经典，《汉书》

述其创作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

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

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

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班固

３５８３）扬雄隐然觉得自己的创作是可以接续《易》
等经典的。而在唐宋以后，随着新儒学的建立，经

典不仅是可以玩味的，甚至是可以被“批点”的，

八股文更是打出了“代圣人立言”的旗号。刘勰

对扬雄极为推崇，但已不敢像扬雄那样创作类似

经典的作品，至于“批点”经书以及“代圣人立

言”，对刘勰来说恐怕是匪夷所思的。同理，若依

唐宋以后的观念回看刘勰，他的“人 文”二重也

是特异的；但若回到语境，在六朝学术思想主潮下

观察，那么刘勰之分判实在寻常不过。

然而，在思想层面止于当时通说，不做深入研

探且不求独到见解，并不足以为刘勰之病。《文

心雕龙》旨在“言为文之用心”，其殊胜处在于“弥

纶群言”、“体大虑周”。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如果

刘勰在思想上过于深入到精微层面，持续介入相

关论题之辩难，或独创自家学说，或严守某家某

派，反而可能不利于他以周密系统展开“论文”。

就此而言，刘勰在形而上思想层面的选择与立场，

对《文心雕龙》之“综合群论，则优为之”（钱锺书

７２３），也不无助益。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页。本文所引《文心雕龙》文句，皆据
《文心雕龙义证》，不一一注明页码。

② 这一创见前人也已提出，如扬雄在《法言》中就反复强
调，经典是最好的文章。扬雄在汉魏六朝一直享有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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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文心雕龙》提及扬雄处多为褒扬，这与扬雄对经

典、文章的看法有关。把经典看作最好的文章，在刘勰之前

也有脉络，龚鹏程将此概括为“文学解经的传统”（１６３）。
③ 《正纬》云：“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
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

圣人则之’，斯之谓也。”此外，《封禅》篇又提及《绿图》

《丹书》两种神秘文献：“《录〔绿〕图）》曰：‘潬潬噅噅，棼

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

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

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由此可见，刘勰不

仅认为《易》《书》中保留了神秘启示，而且对传说中的

《绿图》《丹书》也正面征引。

④ 《辨骚》篇“赞”中的“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一语，便
强调了作家个人天才的意义。而“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

之多才”一句，隐然涉及地域与文学之关系。至于“风杂

于战国”一语，则明确揭示了时代与楚辞的关系。

⑤ 一般认为，《文心雕龙》可分五部分，王运熙归纳为：前
五篇“文之枢纽”，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第六至二十五篇

“论文叙笔”，论各体文章的性质、源流、体制和规格要求；

第二十六至第四十四篇是“写作方法统论”，泛论写作方

法与技巧；第四十五至四十九篇为“杂论”；第五十篇为

自序。

⑥ 周勋初已注意到了“思”的两个环节，他用“过程”加以
概括：“上述论志气的四句指反映过程而言，论辞令的四

句指表达过程而言。”（４４７）左东岭更是明确论断：“构思
存在着思绪万端与语言组织的两个阶段。”（４５）
⑦ 《养气》篇结尾曰：“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
郁此精爽。”“水停”“火静”，正是以水火比喻人之志气。

“水停”是为了照鉴，“火静”是为了明朗，照鉴和明朗，乃

是水火之本性。故《养气》篇完全是对“虚静”的发挥与展

开。由《养气》回看，更能明确“虚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

自己，而不是学习他人。

⑧“逐物”与“凭性”，解释不一，或以“性”为“天赋之才
情”；或释“逐物”为“俗士追逐名利”而解“凭性”为“凭性

之所好，指下文的‘傲岸泉石’”（詹锳 １９３９）。若参照《序
志》全篇及全书对普通人之性的论说，后说（将“凭性”释为

“隐居而论文”，将“物”落实为做官）实求凿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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